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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科技进步对于促进农业供给侧改革意义重大。文章引入集体行动的视角，为科学理

解和促进农业科技进步提供启示。我国农村公共事物治理和公共物品供给中的集体行动能

力下降，是制约农业科技进步特别是协作性技术扩散的重要原因。农村集体行动面临的困

境，可以归结为十大因素。同时，也存在有利于农村集体行动的四大因素。破解农村集体

行动困境，加快农业科技进步，需要着眼于农村治理的全局，全面提升农村集体行动能

力。具体政策取向包括：强化基层治理能力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积极发展专业化服务和

农村多元合作治理；大力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和农村电子政务服务；重视和加强乡村文化建

设和民主法治建设；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因地制宜推进制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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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进步是推动农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根本性力量。大力推进现代科技创新和扩散，

是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关键。2017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强化科技创新驱动，

加强农业科技推广。加速现代科技进步，加快现代农业发展，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

率、劳动生产率，对于农业供给侧改革意义重大。实践中可以观察到，现代科技在城市的

扩散速度明显快于农村，现代服务业和工业的科技进步速度大大快于农业。反思如何加快

现代科技在农村和农业领域的扩散，是一个有价值的学术问题。

理论研究表明，农业科技的扩散和采纳，主要受推广主体、技术特性和农户特征等因

素的影响，其中技术本身的特性对于技术扩散的速度具有重要影响[1]。很多现代农业技术具

有大规模协作的性质，例如旱作农业生态技术、农业节水技术、防治水土流失生态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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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综合生态工程技术、农村能源开

发技术等，因此可以称为“协作性技术”。协作性技术

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可以纳入公共事物的分析范畴，

其推广依赖多主体联合开展集体行动，但需克服合作中

“搭便车”困境的问题。21世纪以来，我国农村集体行

动能力下降导致的农村集体行动困境，已经成为制约农

业科技进步特别是协作性技术扩散的重要原因。

1 农村集体行动能力下降现状及其后果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城镇化、工业化的推进，

大量农村人口特别是农村精英向城镇地区迁移，大规模

的劳动力外流使农村地区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迁，

出现了农村社会空心化、农村人口老龄化以及农村土地

非农化等新趋势。在此背景下，中国农村公共事物治理

和公共物品供给中的集体行动能力明显下降。

以农田水利为例，计划经济时代的人民公社体制

下，依靠政治动员把农民组织起来大兴水利建设。21世纪

初农村税费改革以来，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打井、挖堰、

购置设备抽水等形式解决灌溉需求。根据清华大学中国农

村研究院的抽样调查数据，农村采用机器抽水、打井和水

渠灌溉的比例约各占 1/3，机器抽水和打井灌溉已经成为

农户灌溉的主要方式，而使用喷灌、滴灌和膜上灌等新型

节水灌溉技术的农户所占比例仅为 1.1%[2]。过去半个世纪

之中，中国农村集体行动的基本单元，从人民公社缩小到

村社，再到目前进一步缩小为几家农户甚至单家独户，这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农村集体行动能力的衰落[3]。

农村集体行动能力的下降，对协作性技术的扩散有

显著影响。仍以农田水利为例，水稻是中国最大的耗水

作物，大约消耗了全国总用水量的 50%，因此水稻节水

灌溉技术对于提高水资源效率具有战略意义[4]。水稻控

制灌溉技术被证明是适合我国南方的农业节水技术，该

技术于 20 世纪 90 年代在盐城市广泛应用。控制灌溉与

浅水勤灌相比，可节省灌溉用水 30%—45%，增产 5%—

10%[5]。水稻控制灌溉技术曾被纳入国家文件要求推广，

高峰时在全国的推广面积一度达 2 亿亩，但是其持续性

和近年来的推广效果却不尽人意，主要原因是水利工程

配套措施跟不上和农业用水组织体系不健全。这从科技

进步角度解释了“公共渠道逐渐废弛，小型水利遍地开

花”现象。农村集体行动能力的下降，是诸如水稻控制

灌溉技术等很多协作性技术难以在农村有效推广的原

因，也是隐藏在政府无力推广、农民无心参与等表象之

下的症结所在。

政府管理、市场调节和社会自治是提升集体行动能

力的3种基本途径。随着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和农村社会结

构变迁，农村基层组织动员能力下降，市场机制供给农

村公共事物和公共物品的作用有限，农民自治能力未能

发育起来，农村公共治理出现了“政府失灵”“市场失

灵”和“社会失灵”并存的困局，由此导致了普遍的农

村集体行动困境，这是中国农村集体行动能力下降的根

源[3]。协作性技术由于依赖大规模的集体行动，更容易

同时面临“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和“社会失灵”，

故而扩散相对缓慢，也对农村集体行动能力提出了更高

要求。因此，深入反思我国农村集体行动能力下降的原

因，系统诊断影响农村集体行动能力的因素，对于进一

步加快农业科技进步与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具有重要

的政策价值。

2 影响农村集体行动的具体因素

影响农村集体行动的因素很多，大体可归结为自然地

理条件、经济社会属性、制度规则和农户特征等方面[6]。

笔者团队通过对中国农村集体灌溉影响因素的系列实

证研究[7-10]，发现影响农村集体行动的因素中，既有较多

不利因素，也有一些有利因素，在此做一简要归纳。这

些认识虽然主要基于农村灌溉集体行动的研究，但作为

农村集体行动的一个缩影和典型，对于理解我国农村集

体行动的逻辑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2.1 农村集体行动的不利影响因素

（1）资源条件的恶化。自然资源条件深刻影响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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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行动。过于稀缺或者过于充裕的自然资源条件，均

不利于集体行动的开展，适度的自然资源条件最有利于

集体行动[11,12]。中国人多地少，人均占有的各类自然资源

相对稀少，这本身就不利于集体行动的开展；加之水土

资源条件恶化，自然灾害频发，更加加剧了农村集体行

动的困难性。

（2）经济地理的变迁。农户越接近市场，非农业收

入机会越多，则参与农村集体行动的积极性越小[13,14]。笔

者团队研究发现，我国集体灌溉的发展在非城郊村显著

好于城郊村，其原因在于非城郊村距离城镇比较远，当

地农户更为重视本村的公共事物[7]。随着我国城镇化的

飞速发展，大量的乡村被快速城镇化或城郊化；同时随

着交通基础设施的飞速发展，农户与市场的连接越来越

方便快捷。这些趋势都可能削弱农村组织集体行动的动

机。

（3）大规模的劳动力外流。城镇化进行过程中伴

随着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外流。截至 2015 年底，我国共

有 2.77 亿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占总人口的 20%，预计

到 2050 年转移人数将增长到 3.5 亿[15]。劳动力外流至少

通过 3 种机制降低了农村的集体行动能力：① 领导力的

流失。劳动力外流带走了多数在农村治理中能发挥组织

与协调作用的精英人才。② 社会资本流失。劳动力外流

削弱了村庄内原有的人际关系网络，使得基于信任、可

信承诺与相互监督才能形成的集体行动变得更为困难。

③ 对村庄归属感降低。农民的乡土归属感下降，参与公

共事物的意愿和动力更加薄弱[7]。

（4）村庄人口特征的变化。城镇化使农村人口结构

发生深刻变化，村庄空心化和老龄化特征凸显。大规模

的城镇化形成了越来越多的空心村，导致许多村庄的人

口规模不断萎缩，而村庄规模萎缩对农村集体行动会产

生负面影响[7]。从农村迁往城市的人口绝大多数都是青壮

年人口，这使农村人口的老龄化进一步加速。大龄农村

人口的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也会对农村集体行动产生

不利影响。

（5）对农业依赖性的下降。随着大规模农村劳动力

外流，村庄和家庭的人口规模都趋向于缩小，兼业农民

比重不断增加，农户从农业经营中取得的收入占总收入

的份额不断下降。就目前平均水平而言，农户的农业收

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已经不到 1/4。农户对农业的依赖

性降低会导致参与农村公共事物的意愿下降[7,16]。

（6）村民间异质性增加。农民外出务工数量的增长

和兼业户占比的增加，提高了村庄内部的经济异质性。

社会更加开放和流动，也增加了村民间的社会文化异质

性。异质性的增加会导致农民对农村公共事物的需求出

现分化[17]。例如，对于农田水利，经济条件好的农户更

倾向于打井或自购提水设施灌溉——农户之间难以在更

大范围内达成一致，这也是导致小微水利遍地开花的重

要原因。

（7）农村基层治理薄弱。农村税费改革以后，农村

基层政权组织的制度型权威有所弱化。许多村庄“一事

一议”制度运行效果不佳，出现了“组织开会难、讨论

决议难、执行决定难”的现象，达成有效的集体行动所

依赖的制度供给问题比较突出。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

院的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大约有 90% 的被调查农户从来

没有或很少参与过村里的灌溉事务讨论[2]。

（8）自主治理水平不高。由于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的

动员能力下降，农村社会的“原子化”①程度加深，农民

参与公共事物的热情不高，往往处于被动参与的角色。

农村各类合作组织快速发展，对于扭转这一趋势起到了

积极作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很多农民合作组织的运

行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例如，经过 20 年的发展，全国范

围内已经建立了近 10 万家农民用水户协会。但是笔者团

队的研究表明，用水户协会在全国很多地区呈现低效运

作甚至流于形式，相对于传统的村集体管理并没有显示

① 农村社会现象。“原子化”问题通常产生于社会变革时期，主要是指单个个体之间关系弱化与群体之间疏离，以及由此衍生的人情冷漠、
道德滑坡等社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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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制度优势[10]。这反映出，提高农村自主治理水平仍然

任重道远。

（9）监督与奖惩机制不健全。有效的制度运行依赖

相互监督和可信承诺，为此有必要建立相应的制裁与惩

罚机制，这对于达成有效的集体行动十分关键[16]。目前

农村基层社会运行中，一方面传统习俗和村规民约的非

正式制度效力不断下降，另一方面基于现代法治的正式

制度运行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导致制裁与惩罚机制

普遍缺失或执行薄弱。根据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的

抽样调查数据，在基层灌溉管理中，对于私自挖渠偷水

或者拖欠水费的行为，大约只有 1/4 的受访村采取了惩罚

措施[2,7]。由于违反制度的成本较低，进一步助长了基层

普遍违约的社会风气，降低了农村集体行动成功的可能

性。

（10）农村集体产权改革。我国农村的自然资源主

要是集体产权制度，其产权运营和收益高度依赖有效的

集体行动。而由于农村集体行动的困难性，集体产权运

行的效果普遍不佳，催生了实践中的农村自然资源“确

权化”改革，涉及土地资源、森林资源、草地资源和水

资源等众多门类。这包括继“分田到户”的农地产权制

度改革之后，近年来全国普遍推行的“农地确权”的农

村土地制度改革，我国南方多省市推行的“分林到户”

的集体林权改革，西北省份开展的“分草到户”的牧场

体制改革，以及近年来启动的全国范围的“分水到户”

的水权改革试点。这些改革在为广大农户创造产权激励

的同时，也导致了公共资源的产权碎片化问题，农民更

难以就公共事物治理形成有效的和有规模的合作，加剧

了农村集体行动的困境[3]。

上述 10 个方面的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对农村集体行

动的开展产生了不利影响，这可以解释当前中国农村集

体行动面临的困境。同时，这些因素也制约了现代科技

特别是协作性技术在农村的扩散速度。对于现代科技在

农业产业和农村的扩散速度明显慢于二三产业和城市，

上述十大因素亦有一定的解释力。

2.2 农村集体行动的有利影响因素

（1）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有助于改善农村基础设施，为提升农村公共物品供给能

力、改进公共事物治理创造了有利条件。笔者团队的研

究表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好的农村地区，其灌溉基

础设施状况也相对越好，农户负担的灌渠维护成本也较

低，公共治理的绩效相对更高[9]。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

国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特别

是 2009 年以来，城乡收入差距趋向缩小，农民消费和支

出结构加快升级，直接推动了现代科技在农业农村的加

速扩散。随着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如果能够利用经

济发展创造的有利条件，改进农村治理和制度建设，将

有可能扭转农村集体行动能力下降的不利局面。

（2）农村市场化的不断深化。市场机制在农村的不

断拓展，直接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商品化、机械化和信息

化，加速了现代科技在农村的扩散和农业现代化进程。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根本

驱动力。市场机制可以为私人物品性质的商品和技术提

供有效供给。随着市场化的不断扩展，一些原来属于公

共物品范畴的商品和技术，可以通过市场或部分引入市

场提供生产和供给。例如，我国一些农村地区涌现出的

土地托管，可以提供打药、除草、浇水、病虫害防治、

收割、运输等各个生产环节的专业化服务，这正是市场

深化促进农业生产分工深化，进而催生出的农业生产经

营方式的创新。

（3）农村信息化的加速进步。近年来，我国农村互

联网用户不断增长，农村电子商务快速发展，农村信息

化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截至 2015 年底，我国农村网民

规模达 1.95 亿，年增长率为 9.5%；农村网民网络购物用

户规模为 9 239 万，年增长率达 19.8%[15]。信息化能够加

速现代农业技术在农村的扩散，有利于推动农业供给侧

改革，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同时，村庄微信群和

电商的迅猛发展，正在深刻改变中国农村的治理结构。

村庄微信群成为村干部与村民之间、村民与村民之间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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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信息交互的平台。这为汇聚民意、村务公开和民主监

督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电商在农村的合伙人可能成为村

民讨论村庄公共事物的联络人，电商在农村的服务点可

能成为村民讨论村庄公共事物的重要场所。这些新的发

展趋势，有助于增强农村集体行动能力。

（4）农村土地流转的推进。中国农村人均占有耕地

面积狭小，土地破碎化，对农村集体行动构成了基础性

制约。农村土地流转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此种状况。截

至 2016 年 6 月底，全国承包耕地流转面积已达 4.6 亿亩，

超过承包总面积的 1/3，在一些东部沿海地区，流转比

例甚至超过 1/2[15]。农村土地的有序流转和农户适度规模

经营的逐步形成，可以从 2 个方面提升农村集体行动能

力：① 规模化经营提高了农业生产活动的相对收益，增

加了农民对农业的依赖程度，进而会提高农户参与农业

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等集体行动的意愿；② 人地关系的

变化重塑了农民之间的合作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

劳动力外流带来的领导力缺失、社会资本流失等不利因

素，进而提升农村集体行动能力。随着农业用地“三权

分置”改革的不断推进，大量拥有适度经营规模的“中

农”阶层与普通农业精英阶层有望成为农村集体行动的

中坚力量，因为这个群体最热心、最少“搭便车”，也

最积极地组织、维护和参与农村公共事物[18]。

上述 4 个方面的因素，将对提升农村集体行动能力

产生积极影响，进而加速现代科技特别是协作性技术在

农业农村的扩散，可作为相关政策设计的重要考量。

3 破解农村集体行动困境的政策取向

破解农村集体行动困境，关键是采取恰当的公共政

策，抑制农村集体行动的不利因素，发挥农村集体行动

的有利因素，本文分析具体有 5 个方面的政策启示。

（1）强化基层治理能力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以基

层党建为抓手，提升基层干部的领导力、公信力和号召

力。增加面向乡镇的财政转移支付，提高乡镇政府公共

服务能力，加强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等基层公共服务

机构建设，通过多种途经充实基层专业人才队伍。加强

村民委员会的自治功能，发挥好村规民约作用，把村民

自治落到实处。加强村民小组的组织能力，使其能够发

挥组织农民完善技术推广与应用体系的作用，解决农业

技术推广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2）积极发展专业化服务和农村多元合作治理。

以农用地制度改革为契机，进一步激活农村各类要素市

场，鼓励多种形式的组织创新、市场创新和服务创新。

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

鼓励发展专业化农业合作组织，引导土地流转和土地托

管的有序开展。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应

用，扩大农村公共物品的高质高效供给。推行政府购买

服务，支持各类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农业科技推广。在农

村公共事物中积极倡导多元合作治理，形成政府治理和

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格局。

（3）大力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和农村电子政务服务。

抓住互联网革命的机遇，大力发展“互联网+农业”与

“互联网+农村”，推动农村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

加快推进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村电子商务

发展经验总结和推广，加快农村电子商务服务规范和标

准化建设。推动农村电子商务与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

合，促进农业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积极运用互联网改

进农村社会治理，鼓励基层建设政务服务和便民服务网

上平台。促进农村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的融合发展，推

动农村社会治理体系的创新。

（4）重视和加强乡村文化建设和民主法治建设。

借助传统和现代的各种组织文化资源，维系乡村社会

资本，增进村庄归属感和认同感，增强乡村社会的凝聚

力。丰富农村的公共文化生活，提高农民的道德文化素

质，培育健康向上的乡村社会风尚。真正将村民委员会

建成村民的自治组织，切实维护好农民自主管理农村事

务的民主权利。建立乡村民主协商和公共议事平台，增

进农民之间的交流、互信和合作，激发农民参与农村公

共事物的热情。增强农民群众的法治意识和法治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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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农村法律服务体系，加大农村执法监督力度。

（5）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因地制宜推进

制度创新。构建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畅、保护

严格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农

民持续增收。科学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防

止内部少数人控制和外部资本侵占，维护好农民集体资

产权益。推进农业用地“三权分置”改革，在稳定农户

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的同时，要有效落实集体所有

权，充分维护农民集体对承包地发包、调整、监督、收

回等各项权能。农村体制改革要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

用，确保农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尊重

农民的实践创新和地方的试点试验，因地制宜探索适合

当地的制度安排。

在复杂的自然–经济–社会–技术耦合系统中，科技进

步不仅受到科技直接相关的因素影响，更受到经济社会

发展和制度环境的制约。本文引入集体行动的视角，为

科学理解和促进农业科技进步提供了新启示。本文将协

作性技术推广纳入农村公共事物治理的范畴，探讨其集

体行动的具体影响因素，拓展了农业科技进步问题的认

知视野。通过识别影响农村集体行动的不利因素和有利

因素，形成对农村集体行动困境的系统认识，为破解农

村集体行动困境提供政策启示。以科技进步促进农业供

给侧改革，需要着眼于农村治理的全局，全面提升农村

集体行动能力，推进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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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agricultural supply-side reform throug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ess.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perspective of collective action, to provide enlightenments for understanding how to promote agricultural technological progress. 

The decline of collective action in rural commons governance and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s a major obstacle for technological progress, 

especially for the diffusion of collective technology. The dilemma of rural collective action can be attributed to ten factors. Meanwhile, there 

are four major factors conducive to rural collective action. To break the rural collective action dilemma and accelerate agricultural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t is necessary to enhance the capacity of rural collective action adopting an overall perspective.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is 

analysis include the follows: empowering grassroots autonomy, governance capac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service system; developing 

actively professional service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rural cooperation governance; promoting the E-commerce and E-government in 

rural areas;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culture,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and enhancing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local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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